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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reen spaces are essenti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service range is 

crucial for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phenomenon of overextended service ranges of community green 

spaces in central urban areas and the dual life circle facility usage of employed populations, proposing the dual-anchor hypothe-

sis of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locations. Using community green spaces in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the re-

search explor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visit distances under dual anchors, the clustering patterns of visit time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s.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verextended service rang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ual-anchors analysis model, focusing on both employment and living,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single-living-anchor 

model, enhanc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ervice range of community-level public green spa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service range is influenced by the distance between employment and living spaces, the two types of anchors exhibit different 

peak access times. The extended service distance of community-level public green spa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constitutes 

a profile of job-residence sepa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job and residence activi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of public gree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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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公共绿地是社区层级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准确理解其服务范围对规划治理具有现实意义。针对中心城

区社区公共绿地的超距离服务现象和就业人口的双生活圈设施使用现象，提出职住双锚点假设。以上海市黄

浦区为案例，探索双锚点下访问距离的可解释性、访问时间的聚集表现和居住地的空间分布，并讨论超距离服

务范围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相比传统单居住锚点，职住双锚点分析模式增强了中心城区社区公共绿地服

务范围的解释性，中心城区绿地服务范围受职住距离影响，且职住锚点具有不同的访问高峰时段。中心城区

社区公共绿地的超远服务距离构成职住分离的侧写，在公共绿地的治理规划工作中应当考虑职住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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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以及代表个体活动轨迹的LBS数

据。其中，绿地边界和面积数据获取自百度API，POI数据获取自高德

地图API，包括交通设施、生活设施、购物设施、基础设施、休闲设

施、公司企业以及居住小区。LBS轨迹数据作为一类轨迹大数据在

城市研究中多有应用 [22-27]，相比基于基站返回的手机信令数据，其优

势在于获得的轨迹点大部分来自于GPS或Wi-Fi定位获取，代表真实

轨迹的同时具有更高的精度，其中户外轨迹获取使用GPS定位技术，

精度在20 m内①[28]，而当前对社区公共绿地最小面积要求也在3 000 m2

左右，因此基本能够实现小微绿地的使用表征。LBS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2年1月3日–14日，全部经过脱敏处理，不涉及个人隐私。该时间

段数据受到疫情影响小，且具公共绿地访问的代表性，表现在：期间

上海市未出现大面积的封控情况，居民的生活流动相对正常；期间健

康码推行而常态化核酸未开展阶段，不会发生非访问聚集混淆；期间

公共绿地作为社区生活圈、完整居住社区、公共开放空间和生态

空间的重要组成 [1-2]，当前其规划配置正在转向提质与增量的并重，从

地域总量均等向社区层次的精细化均好深化 [3-5]。社区公共绿地主要

对应社区公园和游园等公园绿地用地以及口袋公园等，其以社区层次

的各类日常休闲活动为服务对象，结合步行等慢行方式的便捷可达，

规划服务范围基本在300～1 000 m内[6-8]。然而既有研究中社区公园的

服务范围表现出超常识距离的现象，如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园的服

务范围达到4.2～9.8 km之间 [9-13]，但根据上海市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

外出健身休闲活动单程交通时间平均在8～16 min，结合常规工作日的

日均0.49 h的外出总闲暇时间很难发生5～10 km的活动 [14]，这些发现

说明规划服务范围和实际使用范围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既有研究

也表明，就业活动及其附带的通勤行为对个体的外出休闲活动具有重

要影响 [15-16]，社区公共绿地的访问或许不再只是围绕居住地发生，就

业地或许正在构成新的空间锚点。

因此，本研究以服务范围间的不对应为切入点，以上海市黄浦区

为案例地区，基于位置服务数据（Location-based Service，LBS），借助时

间地理学理论中“时间—活动—空间”的投射过程和上海市时间利用

调查对于就业人口的活动时间分布情况进行时空聚类 [17]，引入就业地

和居住地共同作为社区公共绿地访问的锚点，探索实际服务范围是否

发生向规划和常识服务范围的回归，讨论职住双锚点下社区公共绿地

访问在距离和时间上的特征，为社区公共绿地的治理及其与城市更新

工作的配合提供参考。

1 案例地区与数据

1.1 案例地区

黄浦区是上海市的核心老城区，也是城市的就业和活力中心之一，

在诸多研究中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核心区的研究对象[18-21]。本研究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和《关于印发〈上海市口袋公园建

设技术导则〉的通知》和《城市绿地规划标准》定义社区公共绿地为

面积在0.3～4 hm2的公共绿地，依照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公

园（绿地）名录，筛选得到16个公共绿地对象，具体如图1和表1所示。

1.2 使用数据

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社区公共绿地的空间信息数据、上海市的

① 除引用论文外，腾讯LBS实验室网站给出的LBS数据精度数值是5～20 m。

图1   研究对象社区公共绿地及其空间分布
Fig. 1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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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已正常推行，出入公共场所需要出示

健康码以供查验，轨迹的访问代表性增强；

期间虽处冬季，但时间段内无阴雨天，且在

删除外地来访游客情况下的数据访问量与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所统计的2020年全年

公园游客量进行相关性分析①，结果如表2，

均存在显著高正相关。

2 研究假设与分析方法

既有研究表明，大城市中心城区居民存

在居住社区生活圈和通勤社区生活圈的“双

生活圈”设施使用现象 [29-34]，因此，本研究

假设对社区公共绿地的使用也存在围绕就业

活动为中心的现象，并且在纳入就业地为锚

点后，社区公共绿地访问距离应当出现向常

识范围和规划服务范围的回归，当前存在的

超距离现象应当代表的是个体的职住距离

情况。

整体分析框架和方法如图2所示，首先

依托上海市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中通勤活动

特征 [35]和LBS轨迹数据，通过对既往研究中

使用的代表点确定方法的比选，确定合适的

居住地和就业地确定方法。在完成居住地和

就业地的计算后，进一步计算居住地、就业

地和访问社区公共绿地三点间的直线距离，

以其中更短距离作为访问距离，并汇集到社

区公共绿地单元统计其中两类锚点下的访问

距离中位数、访问聚集时间、两类锚点的占

比以及在两类锚点下的居住地聚集情况，进

行双锚点下的社区公共绿地服务解析，讨论

双锚点的引入是否实现服务范围的解释性增

强，以及在双锚点下是否存在访问时间的聚

集差异、双锚点服务的普遍性，以及超距离

服务范围受到个体职住距离和社区公共绿地

内部和周边设施条件的影响。

访问时间的聚集程度通过核密度分析实

现 [16,36]，核密度计算的带宽值会影响计算结

果，而每个社区公共绿地受访量不同，采用

统一的带宽值可能导致不同社区公共绿地的

受访聚集程度表现强弱不一。为了得到相对

① 由于2020年2月公园游客统计数据量不足，大部分为0，故排除在相关性分析之外。

表1   研究对象社区公共绿地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n the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Name of greenspace

公园面积/hm2

Area
管理类型

Management type
古城公园 3.860 社区公园

广场公园 3.530 社区公园

蓬莱公园 3.530 社区公园

淮海公园 2.560 社区公园

黄浦公园 2.060 社区公园

延福公园 1.896 社区公园

丽园公园 1.750 社区公园

大观园绿地 0.900 口袋公园

九子公园 0.700 社区公园

龙华东路台地花园 0.660 口袋公园

商船会馆花园 0.471 口袋公园

小桃园绿地 0.390 口袋公园

玉兰园 0.370 口袋公园

蓝调花园 0.359 口袋公园

花漾园 0.346 口袋公园

寻彩园 0.311 口袋公园

表2   LBS轨迹数据访问量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园游客量相关性情况
Tab. 2   Correlation between LBS trajectory data access volume and visitor volume in parks managed 

by Shanghai Landscaping and City Appearance Administrative Bureau

游客量统计日期
Time of tourist volume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P统计量
P-value

2020年1月 0.631789836 0.00
2020年3月 0.748189908 0.00
2020年4月 0.756875549 0.00
2020年5月 0.748378879 0.00
2020年6月 0.710150861 0.00
2020年7月 0.733606758 0.00
2020年8月 0.725208043 0.00
2020年9月 0.700233413 0.00

2020年10月 0.716442877 0.00
2020年11月 0.749309733 0.00
2020年12月 0.744060555 0.00
2020年合计 0.7659041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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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条件通过POI数据表征，按照每个社区

公共绿地划定规划服务范围500 m的缓冲区，

计算缓冲区内各类POI的密度作为周边设施和

社会经济条件的表征。由于POI指标数量众

多，且各类POI存在空间上的共现从而导致较

高的共线性，单独通过统计方法筛选的指标

可能会忽略设施间共同作用带来的服务吸引，

因此此处没有选择线性假设的回归分析，而

通过受数据共线性影响弱的机器学习方法，

采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进行。

3 分析结果

3.1 聚类过程与结果

由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早通勤结束时间

为10:00，且中外环间的早晚通勤结束时间都

晚，早上的有效集中工作时间在时段筛选后

仅剩1 h，而通勤活动会带来过大的时空分

布，进一步减弱时空聚类的准确性，故最终

以22:00–次日5:00为休息时段，以12:00–17:00

为工作时段。通过当前包括经纬度均值、固

定点提取和空间聚类 [37-42]等在内的方法比

选，其中经纬度均值计算方法受到离群点的

影响较大，在基于密度的两种空间聚类方

法（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DBSCAN和Ordering Points To Identify the 

Clustering Structure，OPTICS）比选中，DBSCAN方

法对于密度不均的情况下适应性较差，且需

要给定范围阈值，而上海市的居住点大小不

一；OPTICS算法能够适应不同密度分布的聚

类情景，通过输出包含每个点的可达距离的

有序点列表识别不同密度的聚类结构 [43]，最

终确定OPTICS算法为更加适合案例地区的聚

类方法，并以每次聚类得到的最大类的核心

点作为聚类点。

通过OPTICS算法聚类得到居住地和就业

地后，进一步排除就业地在所访问公共绿

表3   影响因素分析使用的指标
Tab. 3   Indicators used in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特征
Features

指标
Indicators

个体职住特征 职住距离

量级特征

周长

面积

管理类型

内部设施特征

社区公共绿地出入口数量

社区公共绿地内部是否存在人文风景资源

社区公共绿地内部是否存在游乐或运动设施

社区公共绿地内部是否存在较大的水体

社区公共绿地内部是否存在广场

区位特征 社区公共绿地距离人民广场中心点的距离

周边设施特征

交通设施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生活设施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购物设施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基础设施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休闲设施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综合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社会经济特征
公司企业POI在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密度值

500 m服务半径缓冲区内的居住密度

该社区公共绿地最聚集的受访时空特征，对

每个社区公共绿地的核密度分析使用的带宽

都根据其内部数据量分别计算，并通过5折

交叉验证选择性能最好的带宽，以尽可能表

达单个社区公共绿地内部局部密度的差异。

超距离服务范围可能主要受到个体职住

距离、社区公共绿地自身条件和周边设施情

况的影响，选取指标如表3所示，其中周边

图2   职住双锚点下的社区公共绿地服务范围分析过程
Fig. 2   Analysis process of community green space service range under dual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ancho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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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部的情况，避免公共绿地内工作人员发生混淆，最终

得到工作日访问社区公共绿地的数据5 046条，居住地和就

业地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居住地和就业地都存

在相对整个上海的分布，其中就业地向中心城区的集中更加

强烈，可见黄浦区的社区公共绿地在工作日服务的辐射范

围广至整个上海，和既有研究的超距离现象一致。对居住

地和就业地两个锚点访问的情况分别进行每个社区公共绿

地的居住地分布可视化，结果如图4所示，以居住地为锚

点的访问者的居住地更加聚集在中心城内，而就业地为锚

点的访问者居住地向外扩散程度更高，达到五大新城。

3.2 双锚点下的访问距离与服务范围

对各社区公共绿地绘制访问直线距离箱形图并计算中

位数，如图5和图6所示。可以看到，社区公共绿地的访问

直线距离范围、极值和中位数在职住双锚点下，比单居住

地为锚点的发生情况都明显减小，尤其是在以就业地作为

出发点的情况下，访问直线距离在16个公共绿地中的整体

极大值缩小了一半多。

在单居住为锚点情况下，各社区公共绿地的访问距离中位

数范围分布在0.9～12.2 km，其中12个社区公共绿地在3 km以

上，8个社区公共绿地在4 km以上。而在双锚点下，居住地

锚点下中位数服务范围下降至0.4～5.6 km，其中7个社区公

共绿地降至1 km内，仅出现淮海公园、黄浦公园和蓝调花园

三个断层高值在4 km以上的情况；就业地锚点下中位数服务

范围下降至0.3～4.4 km，同样7个社区公共绿地降至1 km以

内，仅出现黄浦公园在3 km以上以及蓝调花园在4 km以上。

如果从服务对象的居住地所在地来说，上海市中心城

区社区公共绿地的服务范围确实远超规划服务范围和常识访

问距离，但是在纳入职住双锚点后，访问距离中位数发生了

明显减小，并且在两个锚点下除了个别公共绿地，其他基本

都在2 km以内，并且大部分进入1 km以内，这说明纳入职住

双锚点计算访问距离确实出现了向常识距离的回归，提升了

服务范围的可解释性。同时，就业地为锚点情况下的访问距

离中位数进一步小于居住地为锚点的情况，这说明就业地为

锚点的访问行为可能具有更大的时间限制，或个体在就业地

为锚点的情况下可接受的出行距离更短。

图3   聚类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分布和聚集情况
Fig. 3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ing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locations

图4   各社区公共绿地在两类锚点访问下的居住地分布情况
Fig. 4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under two anchor poin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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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双锚点下的访问时间特征变化

将访问发生的时间进行核密度计算可以

反映社区公共绿地在不同锚点下最聚集受访

的时间特征，结果如图7所示。在单锚点下

的核密度统计基本都处在双锚点下两个锚点

的分布之间，其中就业地为锚点的核密度分

布与单居住地锚点的核密度分布更加一致，

这说明访问中可能有更大的比重是就业地为

锚点的访问，统计各社区公共绿地中两类锚

点的占比情况如图8所示，所有社区公共绿

地中就业地为锚点的情况都在50%以上，反

映中心城区社区公共绿地的大部分访问行为

或许都围绕就业地展开，在工作或通勤活动

中伴随实现。

职住双锚点下的社区公共绿地访问存

在不同的访问时间特征。大部分社区公共绿

地的访问活动都存在多时段高核密度的现

象，包括连续跨时段和分隔性双峰值，这

说明黄浦区社区公共绿地的受访在全天内

都是较为密集的。其中，就业地为锚点的

访问行为主要集中在9:00-18:00的常规工作

时间内，其中一部分社区公共绿地出现向早

上、中午或下午的单峰集中，一部分社区公

共绿地出现中午的回落以及上午和下午的双

峰，还有部分社区公共绿地出现晚峰向晚

上时段的扩散。相比之下，居住地为锚点的

访问时间核密度在早晚时段要大部分高于单

锚点和就业锚点，并且在晚上的核密度更

高，符合上海市时间利用调查中下午和晚

上是主要外出闲暇活动时间的结果（图9），

峰值现象相对较弱，这表明就业地为锚点

的访问存在访问时间上的更加聚集，这种

聚集可能与就业人员相对规律的活动有关，

其社区公共绿地访问可能伴随通勤、就餐、

日常购物等活动，从而表现出在时间上的相

对固定和聚集。

3.4 超距离服务范围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住绿距离表征居住地与社区公共绿

地的距离，以职绿距离表征就业地与社区公

共绿地的距离，分别计算在两个锚点下，这

两个距离与职住距离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

4，仅就业地锚点下住绿距离与职住距离具

有显著的高相关性，这说明就业地为锚点的

访问从居住地计算的超距离访问距离确实更

能代表职住分离，而居住地锚点下的职绿距

离与职住距离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则个体

的社区公共绿地访问锚点的选择或许与两个

锚点下的社区公共绿地服务的可获得能力有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访
问
直
线
距
离

/m
访
问
直
线
距
离

/m
访
问
直
线
距
离

/m
访
问
直
线
距
离

/m

图5   各社区公共绿地直线访问距离统计
Fig. 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raight-line access distances to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图6   各社区公共绿地直线访问距离中位数在3种情况下的表现
Fig. 6   Median straight-line access distances to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under thre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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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实际访问距离与职住距离之间的弱相

关性以及向常识距离的回归则表明，可接受

的访问距离总体是类似的，并不存在超距离

的现象。

以个体的住绿距离作为目标变量，以个

体职住距离、社区公共绿地量级特征、内部

设施条件、区位特征以及周边设施和社会经

济特征作为因变量，每次随机提取80%的数

据为训练数据集，以剩余20%为测试数据集，

通过逐步去除低重要性指标重复进行随机森

林回归模型的模型训练和预测评估，并在每

次去除低重要性指标后都使用贝叶斯调优和

5倍交叉验证重新针对筛选后的指标进行最

优参数选择，但是每次迭代过程中，输出的

R2值都小于0.5，如图10所示，而特征重要性

中最大数值始终为访问个体的职住距离，这

说明社区公共绿地内部和周边设施对于个体

居住地和社区公共绿地间距离的预测性弱，

且其中仍然受到个体职住距离影响最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实证分析过程表明，在轨迹聚类中需要

适合不同密度的聚类方法来识别居住地和就

业地，并且在引入职住双锚点后，社区公共

绿地的访问距离显著减小，可解释性增强，

并向规划标准中500 m的服务半径靠拢，即

居住和就业既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异核

心，也是个体社区公共绿地访问活动的两个

核心锚点，同时500 m的规划服务范围也相

对符合个体现实访问距离。同时，中心城区

各社区公共绿地中都具有较高的就业地锚点

访问占比，且就业地锚点访问的时段更加集

中于工作时段，而居住地为锚点的访问聚集

情况向晚上偏移。进一步分析超距离服务范

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居住地和

社区公共绿地名称

占
比

表4   居住地与受访社区公共绿地距离以及访问距离与个体职住距离的相关性表现
Tab. 4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distance to visited community green space, and 

between visit distance and individual commute distance

相关性分析对象
Objec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P统计量
P-value

居住地锚点下住绿距离与职住距离 0.1144398532737256 8.576756945379782e-07

就业地锚点下住绿距离与职住距离 0.788434760667917 0.00

居住地锚点下职绿距离与职住距离 0.678016980239833 5.303177252266977e-248

就业地锚点下职绿距离与职住距离 0.00269833378886823 0.8786155067462748

图7   社区公共绿地访问时间的核密度分析图
Fig. 7   Temporal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access

图8   各社区公共绿地中锚点划分后的类型占比
Fig. 8   Proportions of types after anchor point division in community public gree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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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绿地的超距离表现与个体职住距离的关系更大，与社区公共

绿地自身的面积、周长、内部设施条件、区位以及外部设施条件的关

系较弱。

4.2 讨论

现代城市不断地被根植于时代主导精神的公共政策与个人生活方

式所再塑 [43]，而个人生活方式则不断被城市所提供的居住、就业、休

闲、消费和其他公共服务再造 [44-45]。个体的社区公共绿地访问行为收

到职住关系的影响而表现出向就业地的倾斜，居住社区生活圈和通勤

生活圈的双圈设施使用现象同样表现在中心城区社区公共绿地的服务

中，中心城区的社区公共绿地不仅服务于居民，也为地区就业人口提

供休闲和放松的空间。在社区公共绿地使用分析中引入就业地作为社

区公共绿地访问的决策参考，对于理解访问模式和优化配置具有重要

意义。

4.2.1 对规划治理的思考

当前社区公共绿地的配置统领在绿地系统规划和社区生活圈建设

下，在绿地规划标准中仅对服务人数和服务范围作出规定，而社区生

活圈规划建设导则中则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公共绿地的配置对象，15 min

层级以街道行政边界内常住人口（5万～10万）为服务对象，5～10 min

层级以居委社区居民为日常服务对象 [7,46-47]。但是从双锚点下的使用现

状来看，中心城区的社区公共绿地不仅服务于周边居住人口，也服

务于在地就业人口，社区公共绿地的规划治理需要关注服务对象的

多样性，同时提升地区内就业人口的幸福感对于提升地区经济活力

和吸引力同样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就业热点所在的社区，其社区生

活圈的规划建设和设施配建也应当考虑到就业人口的需求 [48]，以及

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潮汐”使用，在相应标准中建议增加对地

区就业人口的设施配置考量，对社区公共绿地的规划建设可以结合

地区内的居住热点和就业热点分布情况，在居住热点结合生活性设

施配置，在就业热点则可以结合交通、商业等设施进行配置，并反

馈和融入到城市更新治理工作中[49]，回应公共设施一体化进程。

4.2.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研究存在的不足包括LBS数据在时间范围和覆盖面上可能有限，

去除低重要性影响指标数量

R2值表现

R
2 值

图9   就业人口外出活动时间
Fig. 9   Time spent on outdoor activities by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图10   逐步去除低重要性特征的随机森林回归模型R2表现
Fig. 10   R2 performance of the random forest regression model with stepwise removal of low-importanc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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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访问距离通过直线距离表征，在后续的

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以实际访问路径的计

算作为访问距离的表征。另外研究区域位于

中心城区核心区，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和就业

聚集性，该现象在中心城区其他地区的代表

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同时，来自不

同区域的访问者可能存在不同的设施偏好，

因此在服务范围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还存在继

续深化的空间。

注：图9基于参考文献 [14]绘制；其余图表均由作

者绘制。


